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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收益中的人力资本与信号效应估计

———基于学制改革的证据

管　振　孙志军

内容提要　教育通过 “人力资本积累”还是 “信号效应”影响收入，一直是劳动与教育经

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但却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２０１２年数

据，以中国学制改革构建准实验设计，分析了教育收益率中 “人力资本积累”和 “信号效

应”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根据样本估计的教育收益率约为９５％，其中约４０％来自于

“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约５５％来自于 “信号效应”的贡献。这说明由于信息不完全，

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看不见的 “人力资本积累”，教育的 “信号效应”占据了更

加主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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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教育对个人收入有着正向影响已得到绝大多数经验研究的证实，但是教育为什

么能够提高收入，却一直存在着争议。其焦点是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还是信号效

应来影响收入，这分别对应于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舒尔茨、

贝克尔和明瑟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做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他们认

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Ｓｃｈｕｌｔｚ，１９６０；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２；Ｍｉｎｃｅｒ，１９７４）。在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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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市场中，个人的实际工资就等于劳动生产率，因此受过更多的教育就会带来

更高的收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各国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出现停滞。经济学家

开始反思教育能否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了质疑，

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筛选理论。筛选理论认为教育本身并不能提升劳动生产率，

而是通过教育信号把能力高的个体筛选出来 （Ｓｐｅｎｃｅ，１９７３）。自从筛选理论提出来

以后，一大批经济学家进行了经验验证。经典的验证方法有羊皮效应 （Ｌａｙａｒｄ＆

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９７４；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Ｓｏｌｏｎ，１９８７；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ｇｅ，１９９６；Ｐａｒｋ，１９９９）、

筛选组与非筛选组 （Ｐｅｔｅｒ，１９７４；Ｗｏｌｐｉｎ，１９７７；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９７９；Ｒｉｌｅｙ，１９７９）、

雇主学习 （Ｆａｒｂｅｒ＆Ｇｉｂｂｏｎｓ，１９９６；Ａｌｔｏｎｊｉ＆Ｐｉｅｒｒｅｔ，２００１；Ｌａｎｇｅ，２００７）和相对位

置法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Ｃｈｅｎ，１９９２；Ｋｒｏｃｈ＆Ｓｊｏｂｌｏｍ，１９９４；Ｊｏｈｎｅｓ，１９９８）等①。这些研

究最终也都没有肯定一个理论或者完全否定另一理论。随着研究的深人，经济学家

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教育同时具有生产功能和信号功能，从而对现实有着更为复杂也

更为合理的解释 （Ｒｉｌｅｙ，２００１；Ｓｐｅｎｃｅ，２００２）。也就是说，真正要关心的问题不仅

仅是这种效应或者那种效应的存在，而是这些效应各自存在的程度 （Ｗｏｌｐｉｎ，

１９７７）。

我们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对中国教育收益率进行分解，一方面丰富

了筛选理论的验证方法，另一方面，研究结论能够加深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认

识。为什么社会存在追求 “文凭”现象？为什么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没有改善

其就业状况？为什么存在着追求各种证书的 “考证热”？这些现象的出现可能意味

着，教育的信号效应对收入的提高可能有着更大贡献。同时，教育的信号效应仅反

映在私人回报率上，而在社会回报率中却未体现 （Ｋｒｕｅｇｅｒ＆Ｌｉｎｄａｈｌ，２００１）。对此

问题的研究，也能更加深入认识中国教育的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存在差异的原

因。

中国的学制改革可以让我们构建一个准实验设计的框架，从而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在 “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追求培养人才的 “速度”，

中国实行了以缩短学制为导向的学制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制改革趋于缓

和，各地学制逐渐稳定和统一，全日制小学入学年龄通常为６～７岁，修业年限为５～６

年，初高中一般各３年。随着１９８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小学初

中阶段六三学制逐渐成为学制改革的方向，但国内一些地区仍然施行五三学制。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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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锋亮 （２００６）、刘泽云 （２００９）和高曼 （２０１７）进行过详细的梳理和讨论。



改革导致中国现在不同群体间所受到的学制教育差异较大，即便是相近的年龄段，或

相同年龄段不同地区，个体接受正规学校教育时的学制也会不同 （孙志军、杜育红，

２００９）。这也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对羊皮效应的理解，本文认为当接受不可观测的教育 （例如课外培训、

学制差异造成的受教育年限增加）时，教育仅存在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但如果

接受了可观测的教育 （反映在文凭、证书中），则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应同时存

在。所以总体来看，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反映在教育年数的差异上，而信号

效应仅反映在文凭的差异上。据此，利用中国学制改革导致的在同一时期六三学

制与五三学制并存这一准实验，分离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

和信号效应贡献的大小。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２０１２年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样本的教育收益率约为 ９５％，其中约

４０％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约 ５５％来自于信号效应的贡献。说明在中国

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信号效应并存，且信号效应作用的影

响更大。

二　文献综述

筛选理论自提出以后，有大批学者对此理论进行了验证。早期的研究主要是验

证 “羊皮效应” （也称 “文凭效应”）是否存在。Ｔａｕｂｍａｎ＆Ｗａｌｅｓ（１９７３）提出，

根据筛选理论，在劳动力市场上，辍学者比正常毕业者向企业传达更加消极的信

号，其教育收益率应该更低；但是根据人力资本理论，这两类人的教育收益率不会

有较大的差异。他们发现获得文凭与辍学个体间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差异，支持

了筛选理论。Ｈｕｎｇｅｒｆｏｒｄ＆Ｓｏｌｏｎ（１９８７）和 Ｊａｅｇｅｒ＆Ｐａｇｅ（１９９６）的研究也发现，

美国高中和大学文凭有显著的信号效应。但是 Ｌａｙａｒｄ＆Ｐｓａｃｈａ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９７４）研究

发现，美国劳动力市场毕业生与肄业生教育收益率相同，得出相反的结果。沈红和

张青根 （２０１５）与张青根 （２０１７）借助此方法发现，高中和大学存在显著的文凭

效应，而且非公共部门更大。虽然此方法分离出了 “文凭”的影响，但是由于辍学

生和正常毕业生间存在较大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对结论的稳健性产生较大干扰。本

文所用的验证方法从广义上讲也是 “文凭效应”验证法的一种，但是不同的是本文

不是对毕业生和辍学生进行比较分析，而是利用中小学学制不同分离出 “文凭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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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利用信号的重要性在不同行业和职位之间的差异进行验证。Ｒｉｌｅｙ

（１９７９）、Ｗｏｌｐｉｎ（１９７７）和Ｂｒｏｗｎ＆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１９９９）比较了自我雇佣者和受雇者的教

育和工资，他们认为自我雇佣者不需要通过提高教育程度来向雇主发送信号，所以这

部分群体的教育程度较低，而且教育对收入影响较小。但是，相关经验研究结果难以

辨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信号效应哪个更重要。类似的研究是利用专业职位匹配来进

行验证，Ｐｅｔｅｒ（１９７４）提出如果教育仅具有信号效应，那么学生就读的专业将没那么

重要，重要的是个体所获得的学历和文凭，这样专业职位匹配与不匹配个体间的工资

水平不应该存在显著差异。而按照人力资本理论解释，学生在所学的专业有较高的知

识储备，如果应用到相近的工作岗位中，生产效率会更高，从而会得到更高的工资水

平。李锋亮和丁小浩 （２００５）利用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专

业职位匹配还是专业职位不匹配，大多数专业对毕业生的起薪影响并不显著，他们认

为筛选理论占主导地位。

也有些研究是利用双胞胎样本来对人力资本理论和筛选理论进行验证。其思想

是同卵双胞胎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以及能力没有较大的差异，如果把同卵双胞胎

样本的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相减并利用明瑟收入方程估计教育回报率，就估计出排

除家庭背景和能力干扰的教育回报率。如果根据筛选理论，在控制了能力差异后，

个体的教育回报率应该比较低；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在控制了能力差异后，个体的

教育回报率仍然会较高。Ａｓｈｅｎｆｅｌｔｅｒ＆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４）利用美国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发

现，在排除了能力差异后，教育回报率仍然比较高，从而支持人力资本理论，但

Ｍｉ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等人利用澳大利亚双胞胎样本研究结果支持了筛选理论。孙志军

（２０１４）利用中国双胞胎样本进行估计，发现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也一定程度上支

持了信号效应的存在。但是尽管双胞胎样本能够消除个体能力的差异，回报率中仍然

包含 “文凭效应”，此方法仍不能对教育回报率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应贡献实

现完全分离。

最新的方法有雇主学习和相对位置法等。雇主学习模型最早由 Ｆａｒｂｅｒ＆Ｇｉｂｂｏｎｓ

（１９９６）提出，意在研究雇主学习如何影响工人的收入。Ａｌｔｏｎｊｉ＆Ｐｉｅｒｒｅｔ（２００１）对他

们的模型进行简化，并提出可以检验教育生产功能或信号功能的假设。如果随着雇主

对雇员真实情况的了解，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减弱，而天生能力对收入的影响增加，说

明教育具有信号效应。他们发现能力测试成绩对工资的影响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增

强，而教育对工资的影响则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而减弱，支持了信号效应的存在。

Ｌａｎｇｅ（２００７）用同样的数据得出类似的结论，但Ｂａｕｅｒ＆ＨａｉｓｋｅｎＤｅＮｅｗ（２００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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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对德国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不能支持信号效应的存在。相对教育位置的方法最

早由Ｋｒｏｃｈ＆Ｓｊｏｂｌｏｍ（１９９４）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在收入方程中同时加入个体受教育

年限和相对教育位置变量，前者的回归系数反映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后者的回

归系数反映信号效应。此方法优点之一是没有预设从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效应中选一

个作为正确，而否定另一个，如果两个系数都显著为正，则说明教育既有人力资本积

累效应又有信号效应。李锋亮等 （２００８）与王骏和刘泽云 （２０１５）借助此方法研究都

发现，中国的教育具有双重功能。相对位置法能够很好地分离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

应，但是由于两个变量在不同的维度，所以仍然不能量化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应的

大小。

三　计量模型与数据

（一）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应的识别

六三和五三学制学生的教育年限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小学阶段六三学

制学生要多受一年教育；其二，在未来，两种学制学生的最高教育水平存在差异。对

于前者，这一年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仅存在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而对于后者，由于最高

教育程度反映在文凭上，这部分教育差异对收入的影响既存在人力资本积累又存在信

号效应。而利用明瑟方程估计的教育收益率通过最高教育程度转化而来，两种效应并

存。本文的策略是通过计算出 “假设小学一年也存在信号效应，六三学制对收入的影

响大小”减去 “六三学制实际对收入的影响大小”，得出 “小学这一年信号效应缺失

而损失的收入”，即为一年教育的信号效应贡献。然后用教育收益率减去这个值，就得

到一年教育的人力资本积累贡献。

为此，本文首先估计出相对于五三学制，六三学制对教育年限的影响大小 λ１。其

有两部分构成：其一来自于六三学制在小学阶段多一年，记为 λ１１＝１；其二来自于两

种未来受教育程度差异，记为λ１２＝λ１－１。然后估计出六三学制对收入的影响 λ２和教

育收益率λ３。为了便于比较，把以上系数汇总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根据前文分析，

λ２和λ３都包含 “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但是 λ２仅包含了部分 “信号效应”，因为

虽然六三学制影响的将来教育程度存在 “信号效应”，但是增加的小学一年教育并不存

在。在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中，“教育年限”通过 “最高教育程度”转化而来，λ３包含

完全的 “信号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λ１λ３反映的是六三学制与五三学制个体的教育年限差异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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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包含 “信号效应”，个体收入会提升多少。（λ１λ３－λ２）就反映由于提升的小学

一年教育不存在 “信号效应”而损失的收入提升，即一年教育的 “信号效应”。（λ３－

（λ１λ３－λ２））就反映了教育收益率中排除了 “信号效应”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

大小。

表１　系数估计结果汇总与比较

系数名称 系数估计值 人力资本积累 信号效应

学制对实际教育年限影响程度 λ１ — —

学制对收入水平影响程度 λ２ √ 部分

教育收益率 λ３ √ √

　　

（二）计量模型

在估计模型中，考察学制对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的影响时，从横向维度来看，可

能的内生因素主要是，不同学制可能存在一定的学校质量差异，因为政策决定的学制

是非随机分配的，具有地域选择性。为此本文在估计模型中加入了 “省份”哑变量、

“小学是否在城镇就读”和 “初中学校等级”来控制学校质量差异。控制了学校质量

之后，不同学制间的学生特征差异应该较小，因为在就近入学的背景下，学生通常对

学制有较小的选择性。从纵向维度来看，可能的内生因素主要是，六三学制个体更多

分布在较近的时期，他们的年龄更小，教育资源和制度环境等可能更优。由于教育资

源和制度环境等通常会正向影响教育获得，如果不消除学制在纵向分布的差异，可能

会高估六三学制对教育的正向影响。

由于六三学制个体年龄较小，社会分层和收入水平较低，如果不消除这种分布

差异，也可能低估学制对收入的正向影响。为了平衡两个学制在纵向分布的差异，

本文在不同 “小学入学年份”组下，以 “学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无放回、１比

１的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法来筛选样本，这样就保证了各学制在各出生群体有着

几乎相同的分布①。匹配所用到的解释变量包括可能跟学制有关的 “性别 （男

性）”、“年龄”、“小学入学年龄”、“宗教信仰”、“父亲受教育水平”、“小学是否

在城镇”、“初中学校等级”和 “出生省份”等，然后用匹配成功的样本来估计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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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按照 “小学入学年份”而不是 “出生年份”等进行分组匹配，主要是因为通常在入

读小学而不是出生时确定所受学制教育。



对教育和收入的影响。

首先分析学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我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估计学制对

个体实际教育年限的影响，其基本形式为：

Ｅｄｕｉ＝α１＋β１Ｓｉｘｉ＋Ｘｉγ１＋μｉ （１）

其中，Ｅｄｕｉ为 “实际教育年限”，指的是区分六三和五三学制，按照被访者

“最高教育程度”转化而来的教育年限，而后文用到的 “测量教育年限”是假设小

学和初中学制相同转化而来的教育年限。Ｓｉｘｉ表示个体接受的是否为六三学制教育，

Ｘｉ为控制变量，如被访者 “性别”、 “年龄”、 “小学是否在城镇”、 “初中学校等

级”、“小学入学年龄”、“宗教信仰”、“父亲受教育水平”和 “出生省份”等。β１
系数估计值转换成边际效应后，就反映了其他条件不变，六三学制使个体的实际教

育年限提升多少。

再来看学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为了估计学制对个体收入水平的影响差异，我们

用ＯＬＳ来估计以下基本模型：

Ｙｉ＝α２＋β２Ｓｉｘｉ＋Ｘｉγ２＋εｉ （２）

其中Ｙｉ为 “收入对数”。相对于模型 （１），加入了 “行业”哑变量以降低估计值

方差，另外考虑到收入随年龄有着 “倒 Ｕ型”的变化趋势，加入了 “年龄平方”项。

β２的估计值就反映了其他条件不变，六三学制个体的收入水平比五三学制提升多少。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模型中，没有加入 “教育年限”变量，因为学制对收入的影响主

要是通过其传递的，如果加入到模型会造成过度控制。

最后看教育收益率的估计。考虑到在 ＯＬＳ估计中，由于遗漏 “能力”等变量，

造成教育收益率的有偏估计，参考孙志军和杜育红 （２００９）、林莞娟和张戈

（２０１５）的做法，本文把 “学制”作为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 （ＩＶ）估计教育收益

率。选其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是：首先，根据孙志军和杜育红 （２００９）的研究，学

制跟教育年限高度相关，满足作为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定。其次，学校学制具有政

策规定性，个体选择性较小，所以在控制了地理因素后，不同学制的个体差异较

小。这样，学制与随机误差项里的 “能力”等偏误不相关，满足外生性假定。参考

Ａｎｇｒｉｓｔ＆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１）的做法，本文采用以下模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估计：

Ｅｄｕｉ＝α３＋Ｘｉγ３＋∑ｉ，ｔ
ＳｉｘｉＹｅａｒｔθｉ，ｔ＋φｉ （３）

Ｙｉ＝α４＋β４Ｅｄｕ′ｉ＋Ｘｉγ４＋δ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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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Ｙｅａｒｔ表示个体 “是否在某一年开始入读小学”，其他变量选取与模型

（２）相同，则 β４就反映了教育收益率的一致估计量。在以往研究中，由于忽略小

学和初中阶段学制差异，造成教育年限的测量存在系统误差，进而可能造成教育收

益率的估计存在偏差。为此本文分别用 “实际教育年限”和 “测量教育年限”估

计教育收益率，考察忽略学制差异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产生的影响。由实际教育年

限估计的收益率包含了小学一年教育差异的影响，这一年只存在人力资本积累效

应，而测量教育年限反映了完全的信号效应影响，所以预计前者估计的教育收益率

更小。这样根据前文分析，以上三个估计模型就可以分离出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

应的大小。

（三）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２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其调查对象为

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 （年龄１５岁至 ６４岁的家庭成员）。在抽样方法上，采用多

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包括被访者的性别、年

龄、教育水平和收入等信息，其中对个体教育情况的调查较为详细，询问了个体在

某一阶段受教育的开始年份与结束年份，如 “被访者小学阶段开始和结束年份”

等。

在学制识别上，本文用 “小学阶段结束年份减去开始年份”计算出个体小学阶段

所读年数，用 “初中阶段结束年份减去开始年份”计算出个体初中阶段所读年数。然

后以此识别出个体接受的是六三还是五三学制。在研究年龄范围上，问卷调查的年龄

最小为１６周岁，可能包含在读样本，从而调查的 “教育水平”非 “最高教育水平”，

存在一定的测量偏误。如果把在读样本全都删除，也会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因为删除

的都是同样年龄下 “潜在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样本。为此，本文把研究个体的最

小年龄定为２３岁 （一般认为大学毕业的年龄）。从前文的学制历史变迁中发现，“文化

大革命”结束前，学制变化较大，估计结果受不可观测的随机干扰因素影响较大，影

响结果的稳健性。１９７６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体制开始全面整顿，按照小学

准入年龄为６岁推算，最早受影响的群体应该是１９７０年后出生的个体，故本文选择最

大的研究年龄为４２岁。

根据模型设定和数据情况，本文选取的变量与定义如表２所示。在删除空缺值

后，得到总样本２３９３个。另外在研究不同学制对收入的影响时，选择有工作的样

本进行研究，删除工资为零的样本和收入方程的空缺值后，得到工作样本量 １４５２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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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定义

实际教育年限 根据小学５年或６年、初高中各３年、大专３年、本科４年、研究生３年、博士４年转化而来

测量教育年限 根据小学６年、初高中各３年、大专３年、本科４年、研究生３年、博士４年转化而来

工作年限 ２０１２－小学入学年份－受教育年限

收入对数 工资收入对数

六三学制 接受的是六三还是五三学制教育，前者定义为１，后者为０

男性 男性还是女性，男性定义为１，女性定义为０

年龄 年龄

小学入学年份 在哪一年开始入读小学

小学入学年龄 小学入学年份－出生年份

宗教信仰 是否有宗教信仰，是为１，否为０

父亲受教育年限 根据小学６年、初高中各３年、大专３年、本科４年、研究生３年、博士４年转化而来

小学在城镇 小学是位于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前者定义为１，后者为０

初中学校等级 初中学校等级，共４级，分别为省市重点、区镇重点、非重点和不分重点

省份 出生地所在的省份

行业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２０１１》标准，共２０门类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样本数据整理得到。

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３。可以看到，在全部样本中，高中完成率为５５０％，高等教

育完成率为２９１％，而在工作样本中，这两个指标都高于总样本，从侧面说明工作样

本的个体受教育水平偏高于不工作的样本。在全部样本和工作样本中，接受六三学制

教育的个体分别占到了６５０％和６９６％，高于接受五三学制教育的个体。

表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全部样本 工作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高中及以上 ０５５０ ０４９８ ０６８１ ０４６６

高等教育 ０２９１ ０４５４ ０４０３ ０４９１

实际教育年限 １１３６７ ２９７３ １２２２４ ３０００

测量教育年限 １１７１７ ２８５５ １２５２５ ２９０３

工作年限 — — １３１３２ ６５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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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
全部样本 工作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六三学制 ０６５０ ０４７７ ０６９９ ０４５９

男性 ０４７５ ０４９９ ０５４６ ０４９８

年龄 ３２７９６ ５５５３ ３２５５８ ５５５９

小学入学年龄 ７２３３ １０１５ ７２０２ ０９９３

宗教信仰 ０１６８ ０３７４ ０１２８ ０３３４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８１４５ ３８３６ ８６７５ ３８７７

小学在城镇 ０２７８ ０４４８ ０３４８ ０４７７

初中学校等级

　　　　　省市重点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８ ０１２７ ０３３３

　　　　　区镇重点 ０１２８ ０３３４ ０１２１ ０３２６

　　　　　非重点 ０３９９ ０４９０ ０４０９ ０４９２

　　　　　不分重点 ０３７５ ０４８４ ０３４３ ０４７５

收入对数 — — １０２２０ ０６７５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为了考察匹配后，是否很好地平衡学制纵向分布差异，本文对变量分别在匹配前

后，按照学制分组进行 ｔ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匹配后，学制间的教育获得差异变

小，但收入水平差异却变大。根据前文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六三学制更多分布在近期，

年龄较小且面临的宏观环境更好。另外发现，匹配前五三学制个体的平均年龄比六三

学制大了约２８岁，差异在００１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匹配后平均年龄差只有约０２岁，

而且差异不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按照 “小学入学年份”分组匹配后，很好地

平衡了学制的纵向分布差异。

表４　匹配前后按学制分组进行ｔ检验结果

匹配前 匹配后

变量名 五三学制 六三学制 差值 五三学制 六三学制 差值

高中及以上 ０４３９ ０６１０ －０１７１ ０４４６ ０５４９ －０１０３

高等教育 ０２００ ０３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７ ０２９２ －００９５

实际教育年限 １００６３ １２０６９ －２００６ １００５０ １１７１１ －１６６１

收入水平 １０１５１ １０２４９ －００９８ １０１４６ １０２８８ －０１４２

年龄 ３４６４７ ３１７９８ ２８４９ ３３５６９ ３３３６０ ０２０９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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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计量分析结果

（一）学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六三学制更能提高个体实际教育年限。表５前两列报告了不同学制对个体实际教

育年限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平衡了学制的纵向分布差异后，“六三学制”的系

数变得更小，说明存在的学制纵向分布差异高估了六三学制对教育的正向影响。主要

是因为六三学制更多分布在较近时期，教育资源和制度环境 （例如教师学历提升和扩

招）更优，而这些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积极影响，所以平衡了这种分布差异后，六三

学制系数相应变小。总体看来，六三学制使个体的实际教育年限提升约１３８９年，即

除了小学多一年教育之外，还增加未来教育约０３８９年。孙志军和杜育红 （２００９）的

研究得到类似的结论，他们发现接受六年制小学教育的个体完成初中概率比五年制高

约５９％。

表５　学制对教育年限和收入的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实际教育年限 收入对数

ＯＬＳ ＰＳＭ＋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ＳＭ＋ＯＬＳ

六三学制
１４５９

（０１２６）
１３８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８）

男性
０１９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２７

（０１３７）
０３３３

（００３５）
０３８６

（００３３）

年龄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４０

（００４８）
０２１５

（００８０）

年龄平方 —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小学入学年龄
－０１５５

（００５３）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９）

宗教信仰
－０５４８

（０１５３）
－０４９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７）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１６６

（００１４）
０１８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小学在城镇
１７２７

（０１３４）
１６４０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８

（００４３）
０２２９

（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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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实际教育年限 收入对数

ＯＬＳ ＰＳＭ＋ＯＬＳ ＯＬＳ ＰＳＭ＋ＯＬＳ

初中学校等级

（省市重点为对照组）

　　　　区镇重点
－０９５９

（０２２８）
－１０２１

（０３２９）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３）
－０１８４

（０１０４）

　　　　非重点
－１０５６

（０１８９）
－０８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０）

　　　　不分重点
－１１５９

（０１９２）
－０９９９

（０２８２）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９）
－０１５３
（００９７）

常数项
１４３０８

（０７２１）
１３９７０

（１０４０）
７６７０

（０７９０）
６５１６

（１３８７）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３９３ １，２３８ １，４５２ ６９１

Ｒ２ ０３４５ ０３３１ ０２７１ ０３４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二）学制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六三学制下的个体收入水平更高。表５后两列报告了不同学制对个体收入水平影

响的回归结果。平衡了学制的纵向分布差异后，“六三学制”的回归系数由不显著变得

显著，而且更大。主要是因为六三学制分布更近，年龄也更小，社会分层和平均收入

水平相对较低，会抵消部分六三学制对收入的正向影响。平衡了学制的纵向分布差异

后，两部分群体年龄相当，反映出真实的六三学制对收入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六

三学制使个体的收入提升约７７％。

（三）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

表６报告了教育收益率的估计结果。发现使用 “实际教育年限”和 “测量教育

年限”估计教育收益率，无论是采用 ＯＬＳ方法还是 ２ＳＬＳ方法，两者的估计值相差

都不大。说明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忽略学制差异而造成的教育年限测量偏误，不

会对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有较大影响。同时也发现，消除了 “内生性”后，教育收

益率的估计值略微变小，说明 “能力”等遗漏变量的存在，使得 ＯＬＳ估计高估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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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收益率。另外也发现，实际教育年限估计的收益率略小于测量教育年限估计的回

报率，跟前面分析预期一致，主要由于实际教育年限估计的收益率中，有部分未包

含信号效应。考虑到本文所使用的教育收益率估计值要反映完全的 “信号效应”，

选取利用 “测量教育年限”估计的结果 （９５％）作为本文所使用的教育收益率，

因为使用 “实际教育年限”估计的结果可能受到小学一年教育影响的干扰而低估了

“信号效应”。

表６　教育收益率估计结果

收入对数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实际教育年限
００９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０７）
— —

测量教育年限 — —
０１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７）

男性
０３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３１２

（００３０）
０３１２

（００３１）
０３１３

（００３０）

工作年限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９）

工作年限平方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小学入学年龄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宗教信仰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４６）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小学在城镇
００７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８）

初中学校等级

（省市重点为对照组）

　　　　区镇重点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６３）

　　　　非重点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１）
－０１４７

（００５０）
－０１４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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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入对数 ＯＬＳ ２ＳＬＳ ＯＬＳ ２ＳＬＳ

　　　　不分重点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１）
－０１３９

（００５２）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１）

常数项
８３３５

（０２２７）
８４３９

（０２２５）
８３２１

（０２２６）
８４２０

（０２２５）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１４５２ １４５２ １４５２ １４５２

Ｒ２ ０３６９ ０３６８ ０３７０ ０３７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样本数据计算得到。

（四）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应计算

由于六三学制个体在小学多受的一年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中不存在 “信号效应”，六

三学制对收入水平的提升额没有利用教育收益率计算的大。如果按照教育收益率计算，

六三学制对收入的提升应为１３２％ （由１３８９９５％计算而来），但实际只有７７％。

主要因为在教育收益率估计中，“教育年限”根据 “最高教育程度”转化而来，既反

映了 “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别，又反映了 “学历”差别。但是六三学制提高的教育年

限有一年发生在小学，只存在 “人力资本积累”，不存在 “信号效应”。两者相减

（１３２％－７７％＝５５％）表示由于小学这一年教育不存在 “信号效应”而损失的收入

提升，即一年教育的 “信号效应”大小。用教育收益率去减 （９５％－５５％＝４０％），

就反映了教育收益率中排除了 “信号效应”后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大小。

总结以上结果，多一年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中的 “信号效应”贡献为５５％，但是

“人力资本积累”贡献只有４％。这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 “信号作用”占据

更加主导的地位。

五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２０１２年数据，以中国学制改革为准实

验，研究了中国教育收益率中人力资本积累和信号效应贡献大小。主要得到以下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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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既存在人力资本积累又存在信号效应。分别来

看，９５％的教育回报率中，约４％来自于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约５５％来自于信号效

应的贡献。跟李锋亮等 （２００８）研究结果类似，他们发现个体每多受１年的绝对量的

学校教育，其收入可以显著增加约４４％。

其次，相对于五三学制，六三学制更加能够提升个体的教育获得和收入水平。教

育和收入不仅是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指标，而且是衡量国家发展和国民素质的重要指

标。此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六三学制对个人和国家的发展有着更加积极的影

响。另外，由于存在 “能力”等遗漏变量，ＯＬＳ估计略微高估了教育收益率。此外，

由于忽略了学制差异，教育年限的测量存在系统性误差，但是本文的回归结果发现，

这种偏差对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以往的文献直接利用 “最

高受教育程度”转化 “教育年限”不存在较大问题。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在学制的识别上，尽管能够做到对个

体义务教育阶段学制的精确识别，然而由于留级 （或跳级）的个体存在，使样本不可

避免地存在测量误差。其次，文章能够做此计算和比较，需要满足两个假设条件：一

是教育对 “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是线性的，即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一年教育的 “人

力资本积累”效应是一样的；二是初中以后，每一阶段教育的 “信号效应”跟本阶段

的教育年数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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